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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 ：从区域现象到全球议题

10 亿极端贫困人口站在 21 世纪的入口处，这不仅是新世纪的全球正义问题，而且也是当代

世界向社会政策学提出的重要挑战。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内容摘要】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

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

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

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

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

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

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

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

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

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

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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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目标。中国近 40 年的反贫困事业使 7 亿多人摆脱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尽管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所实现的脱贫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贫困（包括极端贫困）仍然困扰着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处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的国家。尽管全球贫困率自 2000 年以来已经下降

了一半以上，但 2019 年年底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使全球贫困人口增加 5 亿人，约占全

球总人口的 8%。①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 42%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可见，贫困现象仍

然是全球性问题。

为了检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完成状况，贝塔斯曼基金会和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构建了原型指数。测算表明 ：北欧发达国家（瑞典、丹麦、挪威、

芬兰等）的指数高居榜首，紧接着是欧美其他发达国家、东南亚发达国家、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处于垫底位置（索马里、乍得、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等）。②《可持续

发展报告 2022》也显示 ：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人口占世界贫穷人口的 51%，但它们只拥

有世界投资的 15% 左右 ；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富裕人口的 49%，却拥有全球

80% 以上的投资。③这表明，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在实现可持续目标的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

在全球减贫进程与目标设置上占据绝对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呈现出了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

在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贫困现象与贫困问题越来越被全球所重视，

与之相对应的反贫困进程与目标却越来越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导。换言之，尽管全球贫困的

经验现象仍然主要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是贫困理论与反贫困政策设计则建基于欧美发达国家

的经验，并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主导性话语体系。④

那么，贫困治理中的这种悖论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它对当代的全球减贫进程与目标设置又产

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且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模

式，现代性则被看作一种体现理性、祛魅和进步的价值追求和伦理目标。⑤然而，全球贫困治理

进程与现状表明，这样的认知和价值诉求在实践中遭遇了严峻挑战。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

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忘记历史的人只会重蹈覆辙”，⑥启发我们从世界贫困史中去

寻找答案。

笔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贫困现象是如何从区域或地方现象演变成全球议题的？贫困观

念与反贫困结构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轨迹？（2）这一演变过程受到了哪些重要因素的影响？它们

是如何塑造现代反贫困政策体系乃至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3）世界贫困现象与反贫困政策体系

的演变过程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新具有怎样的启示？

前现代世界的贫困类型与反贫困结构

对于前现代世界⑦（pre-modern）（约公元 1450 年前）的绝大多数人口而言，贫困意味着

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由于在这一历史阶段世界各地之间缺乏广泛的交往，因而贫困现象呈

现出各文明体系相对独立的局面。笔者拟从贫困史的角度梳理前现代世界的贫困类型、致贫

原因与反贫困结构及其与宗教慈善的关联，并据此构建一个分析贫困与反贫困演变的分析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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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现代世界的贫困 ：特征与分类

波兰历史政治学者布朗尼斯罗·吉勒梅指出，在约 1450 年前，贫困的最普遍特征是长期饥

饿与营养不良，这一点对于所有文明都适用。⑧美国经济史学者彭尼·凯恩认为，饥荒是一系列

灾难性事件造成的粮食短缺所引发的社会底层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虽然后来饥荒越来越罕见，

但粮食短缺则频繁出现，因此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在特殊危机时刻又可能会蔓延到社会各个阶

层。⑨世界贫困史学者约翰·伊利弗认为，贫困的根源是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性或脆弱性（insecurity 

/ vulnerability），并指出“不安全性决定了一般性贫困到赤贫的恶化过程”。⑩英国欧洲近代史学者

奥尔文·H·哈夫顿在研究法国 18 世纪的贫困史时曾区分了赤贫（indigent）与一般性贫困（poverty），

尽管两者都会经历饥饿，但是赤贫者永远不能免于饥饿。⑪法国贫困与乡村社会史研究者让·皮

埃尔·古顿提出了“贫困二分法”，将贫困分成结构性贫困（主要指的是由于社会环境或个人状况

而导致的长期匮乏状态）和危机性贫困（主要是由于特定危机或不幸遭遇而导致的个人无法自给

的短暂性贫困）。⑫约翰·伊利弗在研究非洲的贫困史时将穷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赤贫者（the very 

poor 或 destitute），指的是在为满足物质需要的生存努力中失败而一直陷入匮乏状态的人 ；另一

类是一般性穷人（the poor），指的是长期需要为物质生活奋斗但可尽力维持收支平衡的人。同时，

他在论述让·皮埃尔·古顿的贫困二分法时，进一步细分了土地资源丰富和匮乏条件下的结构性

贫困类型。⑬史蒂芬·博杜安则提出了“贫困三分法”：（1）赤贫者（destitute），主要指没有救助就

无法生存的人，他们的不安全性是全方位的，主要人群是孤儿、残疾人、老人等 ；（2）结构性穷

人（structural poor），主要指有能力满足生存或参与社会的需要，但是缺乏获取稳定就业或实现社

会参与渠道的人，主要包含那些缺乏土地等生产资料或缺乏就业门路的人，也可称之为“体格健

全的穷人”；（3）危机性穷人（conjunctural poor），主要指突发的变故或灾难引发的暂时性或长期

性贫困。⑭

总体而言，前现代世界的贫困主要表现为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其根源在于生存环境的不安

全性 ；据此可以进一步将贫困人群分为赤贫者、结构性穷人和危机性穷人。

（二）前现代世界的致贫因素 ：个人不利处境与社会大灾难、父权制与资源分配制度、

国家反贫困责任轻微

前现代世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贫困类型（赤贫和危机性贫困），其产生原因十分明确。赤贫主

要源于生命周期（如年幼、年老）、疾病、残疾、生活资源匮乏等不利情状。危机性贫困主要产生

于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例如洪灾、旱灾、战乱、气候变化等。

结构性贫困则产生于资源分配权利不平等，资源分配权利不平等又源于前现代社会所共有的

基本社会经济形态 ：父权制（Patriarchy）与有机经济（organic economy）。⑮在以土地与人力畜力

等为主要生产资源的社会中，农业发展导致了基于对土地和淡水的获取与控制的等级制度，⑯而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结构性贫困现象。典型证据来自阿玛蒂亚·森的大饥荒研究 ：饥荒不仅源于粮

食的缺乏，更源于粮食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⑰欧洲中世纪农业市场与城市发展史表明 ：随着历

史发展与市场化的扩大，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权利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城市优先而农村次之的资

源分配不平等格局。⑱这种资源权利的不平等格局是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中产生的。

一方面，在父权制的等级社会下，这种资源分配格局在家庭中也有类似的表现 ：成年男性比女性

和儿童拥有更多的权利。⑲父权制使全世界妇女比男子更容易遭受贫穷，即使在资源丰富的社会

也是如此。⑳另一方面，在一种历史学家所称的有机经济体中，生产力总是受到土地供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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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变得稀少时，结构性贫困就会增加。㉑有机经济为农业社会的分化提供了物质条件，而父

权制所形成的等级体系则为社会分化提供了秩序。农业社会的等级分化与家庭的父权制导致资源

分配权利不平等，这是产生结构性贫困的主要原因。

而国家税收与劳役等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贫困现象，而且国家只承担了极为有限的减贫责任。

国家作为外部掠夺力量介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减少了后者的粮食储备和生产力，不仅加大了危机

性贫困的可能性，还因为强化了等级分化而加剧了结构性贫困，这两种贫困的增加自然也使得赤

贫更加普遍。㉒国家之所以没有改善农民的贫困状况和生活生产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贫困

观念与反贫困责任的滞后。

（三）前现代世界的贫困观念与宗教慈善

由于缺乏历史记录，研究前现代社会的贫困观念是一项相当困难且复杂的任务。然而，由于

贫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因此从特定社会背景入手或是理解贫困的一个可行途径。㉓考虑到

各种文明都形成了关于贫穷与慈善的宗教体系，宗教与贫困关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虽然各个宗教对贫穷的理解都是相似的，但很少认可贫穷的价值。世界上大多数宗教

都认为财富或贫困本身没有内在价值，重要的是对待财富或贫困的态度。㉔例如，佛教、印度教、

犹太教等都认为贫困没有什么精神价值。但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富人抛弃财富而回归贫

困或穷人谦卑地接受贫困的命运均被视为一种美德，都可以上天堂。根据其教义，贫穷只是一种生

存状态，本身并不是生存目的。富人抛弃世俗财产的牺牲行为而不是贫穷本身，是美德的象征。㉕ 

对于穷人来说，卑微地接受命运安排是美德的一种表现。

其次，虽然世界主要宗教教义中对慈善的施舍与同情心的强调不同，㉖但是他们都认为慈善

是一种美德。㉗印度教和佛教都认为，针对穷人的援助能给援助者带来好处，但前提是援助者没

有从穷人身上获得利益的动机。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通过捐赠来救济穷人。施舍是伊斯兰教的中

心原则之一，典型的如穆斯林必须缴纳每年一度的“天课”（zakat）㉘，而伊斯兰教的经典则鼓励

人们自愿捐献“萨达卡”（sadaqah），目的是让捐赠者更接近上帝。犹太教认为，慈善是一种财富

再分配的正义，可以调节贫富间的关系。12 世纪的犹太神学家摩西·迈蒙尼德是第一个编纂犹太

人慈善法的学者，他不仅认为慈善最好是匿名捐赠，而且还指出慈善的最高形式是平等地对待穷

人，维护他们的自尊。㉙基督教大量借鉴了犹太人关于慈善的理解与做法，强调慈善的自愿性、

互助性以及救助对象的正当性、自尊心。耶稣把帮助穷人当作理所当然。后来，随着基督教教义

的发展，慈善失去了原有的再分配含义而成为一种救赎。

根据诸多基督教学者的观点，贫穷的存在是为了让富人能够通过施舍（charity）而获得救赎，

而施舍则在什一税（tithing）㉚的实践中得以制度化。中世纪晚期，慈善的核心理念演变成只帮

助值得帮助的穷人，主要目的是消除职业乞丐。基督教士们在帮扶穷人时开始关注“面带愧色”

（shame-faced）的穷人，特别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尤其是对于那些由富裕陷入贫困的人。最后形成

了慈善的两种主要形式 ：制度化的修道院和私人捐赠。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体现了慈善的互惠

性（reciprocity），即受助人应该帮助他们的赞助人，为他们的救赎祈祷。

再次，贫困与宗教的关系呈现二元悖论。宗教导致的贫困由来已久，而救济穷人又是宗教组

织的重要职能，㉛由此产生了三大方面的研究 ：（1）宗教与贫困的联系程度。美国的一项研究表 

明，无论是基于个人主义、结构主义还是宿命论，宗教因素对致贫原因的假设都有显著的影响。㉜ 

（2）宗教信仰在穷人生活中的作用。有研究考察了新西兰的一个代表性样本后证实，在贫困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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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在幸福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而在富裕的社区，无论信教与否，主观幸福感都

很高。㉝（3）宗教性组织在减贫上的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会

以各种方式参与减贫、提供社会和卫生服务。㉞也有研究者发现，宗教团体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可

能加剧不同种族和世俗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一项涉及印度尼西亚、斐济和萨摩亚的案例

研究表明，宗教团体可以为穷人提供救灾和福利服务，但也会因此而影响当地社会习俗与普通人

的生活状态，从而造成一系列冲突。㉟

（四）前现代世界的反贫困结构 ：个人乞讨、家庭与社区支持、民间与官办机构支持

前现代世界解决贫困问题主要有四种方式 ：官办机构支持、民间机构支持、家庭与社区支持、

个人乞讨。其中，乞讨是最普遍的个人反贫困方式，但是会受到宗教信仰与教义的约束 ；政府的

官办济贫机构与以宗教慈善为主的民间机构是组织性反贫困的重要途径，民间机构的作用范围与

力度远远强于官办机构 ；家庭与社区支持是前现代世界最有效的社会安全来源。

第一，无论是残疾人还是身体健康的穷人，乞讨都是最普遍的济贫方式，但是受到宗教信仰

或教义的约束。伊斯兰教权威学者安萨里指出，“乞讨被谴责为公开抱怨上帝的标志”。㊱乞讨行

为让乞讨者在上帝以外的人面前表现得谦卑，这被视为是通过强迫施主的手来否定慈善的精神价

值。类似的观念在中世纪欧洲也逐步蔓延。有些欧洲城市甚至将流浪乞讨定为犯罪，导致许多穷

人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与长期以来向陌生人提供援助的传统相矛盾。

第二，以宗教组织为主的民间机构在前现代世界的反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佛教寺

庙在很早就开始兴建粥棚、孤儿院 ；基督教僧侣和修女早在 12 世纪就修建了用来救助老年人和

残疾人的医院，而且也有着兴办孤儿院的悠久传统 ；伊斯兰教建立天课制度和瓦克夫制度。㊲除

了救济赤贫者，古代中国、古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机构还发起了一些救助项目来帮助陷

入贫困的正常劳动者，其中最常见的是修道院的食物配给项目。

第三，由政府支持或掌控的官办机构的反贫困项目发挥作用。10 世纪 40 年代，日本政府

设立了慈善谷仓，直接向穷人提供援助，如孤儿、寡妇和残疾人 ；但在收成不好时，救济制度

可以扩大到包括身体健全的人。我国宋朝时期，儒学大师朱熹在 1171 年设计了“社仓”这种

民间救济制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佛教对民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要继承传统的儒家

思想和更古老的官办济贫制度——常平仓。而这一时期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影响力无法与教会相

提并论，这也造成了教会在发展贫困救济机构上的主导局面。

第四，家庭与社区自助是比个人乞讨、组织性慈善更具有吸引力的济贫方式。对绝大多数人

来说，安全取决于家庭或社区。在古印度和古中国，大家族维持世袭的土地，以支持贫困的亲属 ；

而小家庭则通过分家制等方式限制家庭规模来防止陷入贫困。然而，这些限制家庭规模、节约家

庭成本来防止贫困的策略往往导致许多残忍的行为 ：比如，女婴被溺死，男童被卖作奴隶，或将

较大的儿童送往寺庙等。在中世纪欧洲，降低生育率也成为较为普遍的家庭预防贫困的方式。非

洲的反贫困传统中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家庭，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与朋友关系建立起互助网络。㊳

再者，社区也是提供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例如，欧洲封建庄园的土地分配是增加农民安全感的

重要方式，古代中国的常平仓和社仓也能帮助农民提高安全感。非洲的反贫困实践中除了家庭之

外还有大量通过社区网络或就业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金融组织——“集资互助小组”（stokvel）。㊴

最著名的社区自助形式是城市社会的行会或商会。在古代中国、古印度和古欧洲，行会除了为陷

入贫困的会员提供救济外，还帮助会员提高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可见，在前现代世界的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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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中，家庭与社区自助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广泛依赖的反贫困方式 ；只有缺乏家庭支持的穷人才

会乞讨，而社区比宗教组织更能够为普通大众提供社会安全感。

近代世界的贫困类型与反贫困结构

近代世界（约公元 1450— 1945 年）的贫困与反贫困进程，经历了从贫困形式到反贫困观念再

到反贫困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以西欧国家为核心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工业化

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作用下实现的。世界反贫困历史的发展，逐渐从世界各大文明相对独

立演变为受地方文明与环境独特影响的态势，转变为以欧美的贫困观念为主导、受欧美西方国家

的反贫困结构制约、非西方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剥削”又接受“援助”的复杂局面。

（一）近代世界早期的贫困与反贫困演变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约公元 1450 到 1750 年，新型国际经济体系将世界各大文明连接起来，逐步改变了贫困地

方化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贫困演变史见证了经济全球化、地理大发现等推动下西欧国家成为世

界强国，以及西欧国家所推动的反贫困结构的巨大变化。在西欧之外的地方，统治者缺乏改变

传统救济制度的理由与动力。例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帝主要将国家资金用于稳固边疆和

平息内部叛乱，而疏于完善官仓等救济机构。在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帝国财政的普遍衰落

和地方派系的兴起也阻碍了改革。因此，穷人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策略，如乞讨、家庭支持、

社区自助和宗教公产。西欧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直接引发了重新设计贫困救济方

案的政策行动。16 世纪初，精英阶层发起了一场反对懒汉的斗争，贫困救济被视为某种形式的

对身体健全的穷人的监禁。赤贫可以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是结构性贫困和危机性贫困会被视为“个

人活该”。后来，精英阶层意识到身体健全的穷人可能滋生不满情绪、导致社会动乱，而有效的

贫困救济不仅能给雇主带来劳动力以及经济效益，还能维护社会稳定。综合考量之后，对穷人

进行约束和教育成为这一时期西欧国家减轻和防止贫困的主要手段。

上述贫困观念与反贫困手段直到 18 世纪才慢慢改变。许多贫困救济者逐渐认识到结构性贫

困和危机性贫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生的现象，而不能完全归因于穷人自身。因此，值得

救济的穷人（the deserving poor）的范围逐步扩大，开始包括那些有能力工作但无法挣到足够的钱

来养活自己的人。一些负责救济的官员们坚持用“教育”手段去评估穷人的品德，认为塑造救济

对象的行为是解决需要和匮乏的重要内容。可见，在西欧率先出现的新兴经济改变了贫困观念和

反贫困结构，反贫困不再只是一种主要由宗教组织和非正式社区或行会承担的慈善行为，还是一

种社会控制和批评教育的手段，而且能够确保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反贫困政

策正逐步成为社会控制手段。 

（二）近代世界中后期的贫困特征与贫困观念演变 ：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的影响

从公元 1750 年到 1945 年，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快，这一时期的贫困演变史见证了在工业化

浪潮下，西欧强国逐步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开始重组世界秩序，全球财富生产方式开始改变，贫

困观念也迎来重大转变 ：由个人不道德或懒惰的污名化取向转变为社会经济问题取向。

首先，贫困的主要特征以及致贫因素呈现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赤贫类型的主要表现由威

胁性较强的长期饥饿等转变为威胁性较低的营养不良。18 世纪中后期的工业化进程逐步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并在 19 世纪中后期打破了土地限制。因此，西欧国家得以突破人口增长与土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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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悖论，基本解决了饥荒等威胁性较强的赤贫问题。另一方面，结构性贫困更加普遍，且不再

限于失地农民、奴隶等缺乏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失业劳动力以及数量庞大的难以依

靠工资报酬谋生的人。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更多的劳动者依赖于雇佣劳动和市场关系，削

弱了劳动者获得盈余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进而导致工业化国家内部更多的人陷入结构性贫困。

在近代世界中后期，工业化增加了西欧国家、日本和美国等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这些国家利用新

获得的资源与技术，使非工业化国家成为廉价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国外制成品的消费者。帝国主义

进一步深化这一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使得非工业化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附

属，加剧了世界的贫困问题。与以往相比，危机性贫困的发生更加频繁，且不再限于那些有劳动

能力、有生存手段的人，而是开始影响到世界经济下的各阶层人群。帝国主义所造成的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

频繁发生的危机性贫困演变成长期的结构性贫困。

总体而言，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改善了交通，建立了市场，大大

降低了贫困对生命的威胁，但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剥削导致贫困现象更加普遍。由工业化所形

成的市场关系加深了劳动者对雇佣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世界争霸则引

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贫困现象由赤贫、危机性

贫困，转变为无法依靠劳动收入来维持正常消费水平的结构性贫困。

其次，贫困观念经历了从将贫困看成对个人不道德行为或懒惰的惩戒，到认为贫困是社会

经济问题的转变。世界上许多文明体系对贫穷和慈善的态度深深植根于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污名

化体系中。在一些地区，贫困代表了个人懒惰和人生污点 ；而援助是一种难以系统化的道德义

务，它的目的是实现捐赠者的自我救赎、加强个人声誉和建立庇护关系。例如，为了使济贫院

成为一种威慑而不是福利，1834 年英国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采用了“更少合意性”（less 

eligibility）作为其基本原则。㊵在近代世界中后期的相当长时期内，贫困、宗教与道德形成了一

种惩戒性的、负面的、否定性的概念化联系，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观念都倾向于把贫困看成是

对懒惰或不当行为的惩罚。道德与宗教、贫困、济贫之间长时期所形成的这种污名化联系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才慢慢消解。

第一，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致贫原因呈现新的变化，贫困越来越与劳动工资和市场联系起来。

按照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从长远来看，由于劳资双方不仅受供需关系影响，而且受不

断增长的人口制约，实际工资总是趋向于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㊶尤其是 1873 年的大萧

条之后，西方的中产阶级改革者逐步认识到，庞大的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工资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存

资源，因而需要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来保障工人生活。㊷第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调查

的运用更新了社会精英们对贫困的认识。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驱学者查尔斯·布斯㊸、西博姆·朗

特里㊹以及亨利·梅休㊺率先采用社会调查的手段对英格兰的主要城市贫民窟进行了调查。他们融

合了工资、租金、食物价格、水电费等支出性指标后发现 ：大部分贫困是低收入造成的，穷人们

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奋斗。第三，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化素养的提高和新闻报道

技巧的发展，关于贫困的社会调查数据呈现了更加人性化的面貌。例如，调查新闻的先驱威廉·托

马斯·斯蒂德调查并报道了伦敦的城市贫民窟，尤其是儿童贫困状态，引发了英国社会对贫困的

广泛关注。㊻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 20 世纪上半叶，欧美主要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再将

结构性贫困视为个人道德问题，而承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结构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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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变化、公共卫生设施欠缺、教育不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济贫机构）

应当承担反贫困的主要责任。这种转变使得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逐渐脱离了道德含义与污名化

取向，并逐步催生了福利国家和新的济贫组织。

（三）近代世界中后期的反贫困观念与结构变化 ：社会主义、激进主义运动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逐步加快的大背景下，工业化进程和帝国主义在改变世界贫困轮廓的同时，

也在不断改变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的结构。为了纠正工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发展中的贫困与不平

等问题，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工人激进主义”）等为代表的思想逐渐

在世界各国传播，并塑造了新的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贫困观念的转变伴随着反贫困结构的转

变，强调国家责任的世俗救济与福利国家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慈善。哲学家、医师阿尔伯特·史

怀哲在非洲兰巴雷内的医疗济贫活动为这一转变搭起了重要的桥梁。㊼史怀哲的济贫活动体现了

济贫与道德脱离的取向，援助者不认为贫困是不道德或懒惰等造成的，而是试图为穷人提供一系

列必需的社会服务。真正促使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动力，其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与工人激进主义运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发达国家都爆发了关于解决贫困与收入不平等

问题的福利制度的观念冲突或理念争论，进而纷纷实施国家支持的福利计划。

首先，反贫困观念由宗教慈善、社会控制式惩戒，转变为劳动力保护型国家救助、生活质量式

社会福利。19 世纪早期西欧社会批评家，包括罗伯特·欧文、夏尔·傅立叶等，是第一批批判工业

革命中存在过度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近代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把社会改造成没有私有财产的小社

区，㊽他认识到个人的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成长和接触的社会环境。傅立叶提倡建设

“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的公共住宅小区，即尊重个人欲望（包括性偏好）、富有亲近感和创造力

的社区，并认为必须使人们享受工作。㊾在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共产国际等社会主义运动中，

广大工人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和收入不平等问题都受到了高度关注。不过，国家支持的援助在社会主

义者中引发了分歧。革命派认为，这种做法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革命 ；而改良主义者则吹捧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险，认为它们是将心怀不满的工人阶级纳入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手段。

伴随着社会主义与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的兴起，贫困开始被视为核心的“社会问题”，而解决

贫困则成为核心的“社会议题”。㊿由于赤贫的生命威胁降低，结构性贫困与危机性贫困日益受到

资本主义经济形势与市场波动的影响，贫困不再被视为个人道德问题或懒惰问题，而是社会经济

问题。反贫困不仅仅被视为一种通过宗教组织而实施的慈善活动，而且被视为政府为了维持社会

稳定而对不道德的穷人实施的社会控制式的惩戒。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绝大部分工

人即便勤奋工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 ；一旦遭遇经济危机，

他们的生存状况将迅速恶化而沦为赤贫，产生较难预测的社会动荡。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意

识到，为工人提供一定的福利不仅仅可以有效保护劳动力、维持并扩大工厂生产效益，也可以缓

和劳资矛盾、维持正常秩序。这一观念的转变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欧国家对穷人的看法和反贫困的

设计理念，引发了国家救助的大规模“出场”，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理念基础。

其次，在反贫困结构上，国家救助取代宗教慈善成为主要措施 ；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各种民

间组织的反贫困功能依然维持、但作用有限 ；家庭与社区支持逐渐失去了反贫困的意义 ；个人乞

讨等措施因为长期饥饿的消除而大幅减少。究其原因，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比如，日本公共援助

的支持者强调儒家思想和天皇对臣民的传统关怀，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进步主义

观念，他们还在 1929 — 1932 年成功通过了增加国家福利的请愿书。 在欧洲和美国则是进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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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社会团结的理念。在进步运动改革者看来，贫困和国家衰败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险超过了

福利给工人个人道德品质带来的风险。 而且，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逐渐相信贫困是可以消

除的。一些社会政策史学家认为，自 19 世纪 90 年代改革家们将保险精算的逻辑应用于整个社会

以来，国家支持的社会福利变得更容易考虑。

综上所述，从 1880 年到 1945 年的近代世界，几乎所有社会的贫困认知和反贫困结构都发生

了重大的转变。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贫困类型的分布和致贫原因，继而改变了

世界主要国家对贫困的态度和认识。新的经济形态、统治结构和文化模式都对长期存在的道德和

贫穷之间的负面关联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激进主义运动使得贫困成为核心社会问题、

反贫困成为核心社会（政策）议题。多种影响因素下国家福利责任不断强化，救济穷人等反贫困

行动与责任从个人、宗教组织以及社区中脱离，逐渐上升为国家主导的福利行动的合法目标。

当代世界不平等秩序中的贫困类型与反贫困结构

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当代世界城市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伴随着拥挤、犯罪、

焦虑和政府责任缺失。这种情况促使欧美社会不断更新贫困观念、创新济贫方式，并且在两次世

界大战的冲击下加快了全球减贫的进程，最终形成了应对当代世界结构性贫困的全球减贫共识，

以欧洲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福利国家建设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减贫共识

的形成与福利国家建设掩盖了第三世界结构性贫困的主体性，甚至深化了近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进

程所形塑的不平等的当代世界秩序。 

（一）当代世界的结构性贫困及其根源

1945 年以后，近代世界的诸多发展模式得以延续并加强，经济不安全深刻地与以国际贸易为

代表的全球化力量联系起来。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期间非殖民化浪潮和超级大国政府力量的增强，

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武装冲突或国际援助来影响贫穷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

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在

这种形势下，当代世界的穷人陷入了结构性贫困状态，其主要表现是从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

食物、衣物和住所）转变为缺乏参与主流消费的生活状态。

这一时期世界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结构性穷人群体中。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以西欧发达

国家和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工业经济体中，制造业提供的高薪、可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能够

提供足够的经济安全性的新兴信息技术行业就业门槛较高，通常需要求职者具有高等教育背景。

在这种新环境下，贫困群体因为缺乏高等教育而不得不从事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在英美等发达

国家，虽然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解决了饥饿和无家可归的威胁，极端缺乏经济保障的贫困人

群相对少见，但这种新就业环境制造了大量的结构性贫困人群，他们通常被称为“穷忙族”。

在亚洲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 21 世纪后，他们日益受到不断加剧的结构性贫困趋势的

困扰。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在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拉丁美洲和东

南亚地区的转型经济体，羽翼未丰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形式共存，缺乏就业机会是造成结构性贫

困的最重要原因。此外，土地异化和人口过剩也加剧了这一问题，造成过度城市化和棚户区过度

拥挤的双重困境。对于这些地区的结构性穷人来说，缺乏足够的住所、清洁的自来水以及基础教 

育，是比社会排斥更重要的贫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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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结构性贫困还呈现了新的形式。经济结构调

整政策迫使一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削减预算，使许多中产阶级陷入困境，其中包括那些曾在国

有企业工作的人。这些“新穷人”（new poor）主要由住在中产社区的家庭组成，大多数人接受过

高等教育，但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 有意思的是，他们会坚决否认自己是“穷人”，并抵制对其

中产阶级形象的任何改变。在那些仍然由农业主导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

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出口所产生的贸易失衡催生与 19 世纪同样高的结构性贫困率。在印 

度，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加剧了结构性贫困，因为化肥和机械化带来的成本上升，使得

富裕农民可以买下那些负担不起经营成本的邻居的全部土地。结果是，印度农村地区无地人口数

量从 1951 年的 2790 万增加到 1990 年的 5000 万。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统计数据中还不包括大

量选择移民到城市地区就业的人口。

综上所述，进入当代世界以后，世界贫困现象在保持较强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在主要类型的

分布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不变”与“变”并不能掩盖 1945 年以前形成的世界秩序所造

成的深远影响，反贫困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当代世界的反贫困理念与实践变迁

1945 年以来，原先所谓“贫困是社会的固有现象”的观念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在全球普遍

形成了“贫困可以也应当被消除”的理念。在欧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的背景 

下，“消除贫困”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发展概念逐渐成为世界反贫困实践的主导理念，并被视

为落后国家通往工业化富裕国家从而摆脱贫穷国运的捷径。这一理念的基本原理在于 ：人们普遍

认为通过机械化方式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生产条件，进而在微观上提高工人待遇，

宏观上增强社会生产力。即便是在冷战时期，这也差不多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苏东共产主义阵

营的基本共识。然而，两大阵营发展理念的一致性并没有消除它们在两大关键议题上的冲突 ：其

一，西方的现代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哪种方式才是实现发展的最佳路线？其二，实

施国家福利项目与实现社会控制，发展所期望的最终社会目标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性质？两大阵营

这种“发展理念一致性下的发展方式与最终目标的双重冲突”，占据了此后的世界贫困问题争论

的制高点，并由此而形塑了对于 21 世纪全球反贫困实践方式的不同态度。

首先，战后全球非工业化国家陷入了发展方式的最佳路线之争，大部分国家沦为了工业化强

国的附庸。这种状况不仅对减轻大规模贫困作用甚微，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产生了更多“新穷 

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面向，西

方现代工业化路线是由不同发展阶段构成的渐进过程。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在于 ：发展中国家在

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创造一些与欧美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发展条件，例

如，改革教育制度、降低出生率以及实施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范。这种发展路线并没有为发展

中国家规划出清晰的成功蓝图，反而引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质疑。比如苏联通过强

化国家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将农业集体化和政府控制经济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强国

之路，并且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自主发展的样本 ；但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困境则表

明这条道路不易实现。事实上，苏联在成为工业化强国之后并没有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支援盟国，

而是把这些盟国作为本国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商和本国商品的出口市场。 一些严重依赖外部资源

来积累发展资本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遭遇了严重的贸易失衡，最后沦为了发达工业国家

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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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及其学派由此应运而生。 考虑到亚非拉的诸多贫穷国家，

如果按照本国经济的自主发展道路，很难通过实现工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消除贫困，依

附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以下简

称 ISI）。在一定程度上，该理论为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实施的 ISI 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巴

西和阿根廷等国利用税收调节为准公共产品生产提供保障，目的是使本国经济摆脱过度依赖工

业化国家进口商品的状况。此外，关税和价格控制保护了这些国家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并增强

了它们进入更广阔的国内市场的能力。然而，尽管这些政策在最初的几十年带来了繁荣，但最

后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没有土地改革和均衡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

这些新产业很快在国内市场达到了饱和，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其二，欧美企业

通过在拉丁美洲建立工厂绕过了关税限制。虽然这些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大部分

利润从拉丁美洲抽出而返回美国和西欧。其三，由于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往往把 ISI 建立在民粹主

义政治的基础上，而他们的政权又缺乏稳定性，因此打击了个人和机构进一步投资的意愿。

在这种困境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欧产生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念，认为

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然而，正如拉丁美洲的经验所表

明的那样，贫穷国家几乎不可能支付所需的巨额资本，只有私人投资才可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在

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中，以约翰·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机构认为，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采取鼓励私人投资

的政策。 该主张与 ISI 实施时期的政策完全相反，强调“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或大幅减

少国家支出以平衡预算和稳定货币，鼓励“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废除价格控制、建立更现

实的汇率。该主张的支持者援引乌干达的经济增长作为结构性调整的有效证据。随着上述主张的

落实，乌干达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增长，其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7%。然而，该主张的批评

者则指出，乌干达的工业部门非常落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仅占 GDP 的 6%。换言之，这个国家

的经济只是受益于国际贸易的普遍改善而恢复了其依附地位，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所产生的财富对减轻大规模贫困作用甚微。事实上，“财政纪律”经常产

生前文讨论的“新穷人”群体。

其次，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目标之争，由此衍生了围绕国家福利制度建设

的一系列矛盾。针对 1945 年以后的全球贫困问题，坚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援引西方现代工

业化模式，认为工业化进程能产生更多的财富，从而改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然而，坚持平

等主义的学者援引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这种观点，强调发展必须适应社会正义的需要。在古

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政权强调建设包括失业保险、住房保障、教育和医疗、退休保

障和农民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私人财产和个人投资。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一些贫困国家，则强调私人财产和个人投资，但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又逐渐重视教育、医疗、

养老等社会正义需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欧等发达国家在 1945 年前已经开始实施福利项目，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还大大加强了福利制度建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则表现出对社会福

利非常冷漠的态度。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学术界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各种国家福利项目是为了

实现对穷人的社会控制，而社会工作者则是监控穷人的先锋队。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

复兴引发了更广泛的政治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保守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源于 20 世纪 70 年



50     总第四O六期

代的经济困难，以及担忧这些老龄化工业国家负担不起其日益加重的社会福利责任。大部分福利

制度反对者还从社会道德层面表达了这种担忧，他们抨击福利国家建设导致了依赖文化的泛滥。

例如，在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的美国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保守派认为太多美国人

和英国人失去了发展的个人责任感，他们不再培养个人主动性和自力更生，而是成为被动等待的

福利受助者。他们还声称，福利欺诈在福利制度中普遍蔓延，并且将这种现象与近代世界早期的“不

值得帮助的穷人”的理念联系起来。这些领导人及其继任者认为，国家必须减少对经济事务的干预，

并以加强国家的社会道德建设的名义，义无反顾地推动一系列以减少社会福利项目为核心的福利

改革。

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和预期目标的争论在 1945 年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具体行动。其中，

一些国家继续推动福利国家建设以促进社会福利，另一些国家则陷入削减福利的境地。

（三）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理论脉络与制度进程

在近代世界以来的减贫进程中，以下三大报告或公约在众多济贫或减贫思想与方案中占据

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分别引领了相应时代的减贫潮流。首先是 1526 年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路

易斯·维夫斯向比利时的布鲁日市镇议会提交了《救济穷人》（On Assistance to the Poor）的报告。

该报告首次系统地向政府提出了“如何救济穷人”的系列议题、思考和方案。 其后是大约 400

多年后的 1942 年 11 月，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提出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也称《贝弗里奇报告》， 它绘

制了英国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蓝图。最后是 1945 年 6 月 25 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通过的《联

合国宪章》。

维夫斯的思想奠定了公共救济的基本理念，即贫穷和苦难是原罪、不可消除，只能有效缓解

且救济是有条件的。维夫斯的济贫理论融合了宗教、道德与教育三个方面的理念 ：既将贫困视为

像伊甸园和原罪一样不可消除的自然现象，又将贫困归因于穷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教育则可以唤

醒人们的劳动天性从而阻止不道德行为。他认为，救济穷人是一项专门的、有计划的任务，但是

也设置了三个基本条件 ：穷人必须参与劳动，救济穷人需要调查个体生活状况，以及通过教育引

导他们过上有道德的生活。

维夫斯的思想显著影响了英国的反贫困立法进程，其重点是通过由政府主导的、以家庭经济

状况调查为基础的针对穷人的救济计划。在英国，通过“圈地运动”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城

市中的偷盗、乞讨、流民等不稳定因素剧增。为了缓解社会矛盾，1601 年英王室通过了《伊丽莎

白济贫法》（the Poor Law），赋予治安法官在所辖教区内征收济贫税、发放救济并管理济贫事务的

权力。尽管旧“济贫法”在实施中充满了疑问与挑战，思想家们还是把公共救济作为政府的一项

基本职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 ：“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全的生计、食物、衣物

以及不损害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义务。”这一思想为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构建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奠定

了理论基础。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为了缓和工业革命造成的尖锐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1834 年

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史称“新济贫法”）。

新法体现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不仅为值得救济的穷人规定了极为严

格的申请条件，而且传达了一种约束并污名化穷人的倾向，在社会上塑造了把获得救济视为羞耻

的观念与氛围。

进入 18 世纪后，以收入保障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思想开始出现，并于一个世纪后成为德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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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社会保险立法的理论来源。数学家、政治活动家孔多塞侯爵简述了社会保险的内容及其在缓解

不平等、不安全与贫困上的作用。 他的思想在约一个世纪后启发了欧洲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

标志性的事件是奥托·冯·俾斯麦在 1883 年为德国工人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19 世纪 40 年代形

成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立

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自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在德国迅

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发展。专业分工与协作、技术进步和机械化在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与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疾病、工伤、养老、失业等社会问题。有鉴于此，一种既强调国家干

预又强调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新历史学派（又称讲坛社会主义学说、历史的伦理学

派），逐渐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主导性思想。以瓦格勒、施穆勒、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等为代表

的伦理学者在大学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施社会政策、保护

劳工正当权益。 他们把国家看成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利益的超级组织，并试图在维护资本主义

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干预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受其影响，德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

出了第三条道路——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并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险 

立法。

《贝弗里奇报告》的提出，标志着福利国家建设的兴起。“福利国家”一词的现代含义被普遍

认为源于英国 1948 年起实施的全面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该报告确定了以消除贫困为中心目

标，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辅之以诸如子女津贴、健康服务和就业维持等社会服务，才能

消除贫困。另一方面，该报告奠定了欧美发达国家从社会战争向社会和谐转变的路径选择。该报

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建设战胜“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的契机。

英国按照该报告所建立起的社会保障制度，被欧美发达国家视为结束社会战争而迈向社会和谐的

重要转折。此后，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迅速传到了欧美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福利

国家理念的传播及其制度体系的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

西德、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英国，先后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宣布建成福

利国家。这样，国家全面进入反贫困领域，承担起了原先由个人、家庭社区以及宗教组织来承担

的济贫责任。

此后，加强战后重建和恢复世界经济秩序逐渐成为全球首要议题，而该议题下的全球共识对

当代的世界贫困与反贫困图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5 年 4 月 25 日，50 国代表在旧金山举行 

“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于 6 月 25 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其中，第五十五条宣称 ：“创

造安全和福利的条件，是各国之间和平与友好关系所需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联

合国成员国承诺“促进更高的生活水平、充分就业以及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条件”。《联合国

宪章》的签订标志着全球化与发展在当代世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全球化不仅强调世界各

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且凸显了各国市场之间的依赖关系 ；而发展不仅意味着财富的积

累，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从而维护持久繁荣。

世界各国对于贫困的理解、所采取的反贫困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一是世

界各国不再将贫困作为自然秩序的一种表现，而是就消除贫困形成共识。二是世界各国纷纷将

致贫原因、减贫方案与全球化趋势紧密联系起来，不再孤立地、以地方化的思维看待贫困。三

是世界减贫的主要目标集中在结构性贫困问题上，重点关注那些找不到有偿工作的残疾人，或

工资太低而无法养活自己和家庭的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世界贫困与反贫困的巨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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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全球减贫共识 ；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福利

国家建设与改革来应对本国的贫困与发展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消除贫困与工业化

发展的两难困境。

可见，进入当代世界后，“贫困不可消除”“穷人需要被加以教育与社会控制”等观念逐步退

出主流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可以且应当被消除”的观念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发展的最终

目标与反贫困实践间的正相关关系、反贫困的全球性集体行动的重要性、通过集体责任来提供社

会福利等新发展理念，成为新的共识。只是即便在这样的态势下，对于广大贫穷国家而言，除了

中国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就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难

以逃脱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命运。在近代世界中逐步形成的且沿续到当代世界的不平等世界秩序，

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

走出全球贫困与反贫困的悖论 ：理论反思与实践启示

从世界贫困史的发展演变可知 ：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了从个体文明与地方

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最终在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秩序中形成了贫困现象的全球化与

反贫困目标的欧美化悖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认识这一悖论

的产生原理，既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揭开贫困陷阱与依附地位的现代化迷雾，又能从实践层面找寻

全球减贫进程中的贫困主体性，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打破悖论局面的发展道路，最终

实现反贫困理论与发展理论的现代转型。

（一）贫困现象的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的欧美化悖论的演变原理

贫困现象全球化的过程中，贫困观念经历了从“贫困是自然的且不可消除的现象”，“穷人是

懒惰、有罪且道德缺乏的人”，到“贫困是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贫困是经济全

球化中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贫困可以且应当被消除”的转变。反贫困事业的现代化进程相应

经历了从个人乞讨、家庭支持、宗教慈善到政府承担减贫责任的重大转变。其中，政府应当救济

穷人、承担反贫困责任，是直到 18 世纪中后期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反贫困观念。

进入当代世界后，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形成了全球的减贫共识。这一过程不仅反

映了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等在加速贫困全球化中

的作用，而且逐步推动了反贫困责任的国家化进程，尤其是国家责任在反贫困中从无到有进而

走向制度化的巨大转变。在当代世界，尽管贫困现象被全球所关注，反贫困目标成为全球共识，

但是，经过数十年的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自主发展

与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附庸。这种贫困现象的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的全球

共识不仅掩盖了广大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贫困主体性，而且在近代世界逐步形成的沿续到当代

世界的不平等秩序中，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强化了欧美化的

反贫困价值霸权。

于是，当代世界的贫困与反贫困结构呈现了“对象与目标错位”的悖论现象 ：当第三世界

的贫穷国家陷入结构性贫困的泥潭时，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本国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的浪

潮，另一方面又借助全球减贫共识与国际组织来推广基于西方现代工业化逻辑的减贫价值与发

展目标。只有深刻地反思这一悖论现象所隐藏的“第三世界贫困现象主体性”与“欧美化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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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理论与方案的价值霸权”之间的不适应性，才有可能理解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以及反贫困实

践依据。

（二）当代世界的贫困图景与反贫困政策体系的三大成因

第一，从贫困史的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步主导了贫困理论

与反贫困政策，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政策通向的是以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建设。

一部贫困史就是一部地方化的贫困现象逐步受欧美主导而超越个体文明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 ；

一部反贫困史则是一部宗教组织、家庭与社区力量逐步弱化，资本家和国家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

在这一进程中，贫困逐步由个人问题演变成社会议题进而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反贫困则从诸如宗

教组织、行会、社区与家庭等非国家化的力量逐步脱离而成为国家责任。近代世界的贫困更多地

被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后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大规模市场化的作用下才使得贫困逐步摆脱了道德

含义而成为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在社会主义尤其是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的作用下逐步成为关系到政

权稳定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在世界大战、反殖民斗争等国际冲突的作用下成为关系国家利益的

国际政治问题。国家的反贫困手段经历了从社会控制或惩罚，到保护劳动力、维持资本家的正常

经营，进而演变成维持社会正义、确保人的生存权与社会公民权的福利国家建设。

第二，宗教思想和组织在塑造世界不同区域的贫困观念以及反贫困结构上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一方面，早期近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前，宗教组织都是西方世界的反贫困主体。

另一方面，到近代世界中后期，由宗教思想所塑造的贫困与道德间的负面关联才在工业化与市

场机制的冲击下逐步消解。虽然国家逐步介入到反贫困实践之中，但是直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之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承担起消除贫困或提供基本福利的主要责任。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

由于宗教思想的影响，西方世界缺乏国家进行大规模反贫困的传统与经验，国家在反贫困中的

责任承担经历了从被动管控到主动作为的演变过程，而这种主动作为通向的是以社会保障为核

心的福利国家体系建设。（2）国家意义上的专门性的反贫困政策被容纳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

系，国家通过一整套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包括贫困在内的医疗、教育、犯罪、失业等重要社

会问题。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念推动了福利国家建设。福利国家是战后西欧国家的重要制度

安排，而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也是再现代化的进程，其政治理念特质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社会

的共识。 社会民主主义是 19 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社会理念，它以社会绝大多数底层工人群众

的利益为关注焦点。自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至俄国 1917 年革命与共产国际诞生 

前，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内涵，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

然而，从 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语境在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德华·伯

恩施坦为代表的政治理论家的推动下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

社会主义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关。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代表

了按照既有的现行政治的合法程序，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进转型的政治理念。社会民

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不可能在前资本主义地区发生。简言之，德

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从本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主张放弃以革命的方式

建立社会主义，而采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渠道获取政权。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推动下，

德国最早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地位的逐步提升，德国逐步导向了以

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福利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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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贫困历史及其悖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价值霸权一味把第三世界国家视为贫困的代表与反贫困理论的试验

场，把欧美发达国家视为现代化的代表与减贫发展的标杆，将导致世界减贫目标越来越走向盲目

的、单一的甚至文化霸权式的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且被视

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模式，甚至被过分地建构为“历史的终结”；现代性则被看作一种体现理性、

祛魅和进步的价值追求和伦理目标。而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隐藏的欧美化价值

霸权与不平等鸿沟，在中国的减贫成就与经济奇迹下暴露无遗，显露了欧美主导的所谓“美好的”

价值诉求在当代世界遭遇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与合法性危机。

一方面，诸多西方社会理论家与哲学家开始反思与批判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

的泛滥，现代化实践中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文化价值霸权，强调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的“反思性”

来发挥自身的潜能。安东尼·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世界，认为 “现代性最有特

色的图像之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

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绝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

的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其核心是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而现代

性危机的解决恰恰在于其潜能的充分发挥。 两大西方社会理论家都主张现代性是尚未完成的过

程，对于那些仍在为实现现代化进程而努力的社会而言，沿着“反思”的途径充分发挥自身的潜 

力，才可能有效解决现代化的社会后果。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尤其是近四十年的减贫成就与经济奇迹

撕破了现代性价值中的欧美霸权与全球不平等的外衣，并自觉地倡导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贫困

史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与工业资本主义逐步将原本地方化的贫困现象置于全球化层面，进

而裹挟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现代化价值体系与目标框架之中，导致种种现代性问题乃至

危机的出现。这些问题或危机在气候变暖、全球疫情大流行、粮食短缺等风险事件中又极大地呈

现出南北世界的差距与分化。现代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与“系统性风险”等方面正

在遭遇极限。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不可能回过头来依靠外在的资源，因此，它必须不断地为自己

创造存在的条件。 尽管这种反思并没有完全给出解决问题和危机的有效方案，但是我们从中依

然可以获得警示。

（四）中国反贫困事业对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在上述理论启示的指引下，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

验，并由此提炼出既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贫困实践模式，是实现反贫困

理论的现代转型与重建的重要基础。

首先，中国的传统宗教以及外来宗教与国家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欧美社会截然不同的局面。我

国自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清末一直被专制君主统治，以君权至上为核心，政治、伦理与宗教三者构

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出于加强统治权力的需要，无论是本土宗教（诸如天帝崇拜、谶语符命、

道教、儒教等），还是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等），尽管各个历史阶段的治

理手段存在差异，始终处于皇权的统治之下。 具体到贫困问题上，较有影响力的佛教、道教及

宗法制度，尽管其在特定的灾害困难时期会参与济贫事业，但是并没有形成诸如西方主要宗教的

成体系、成规模的常态化济贫制度，也没有对中国古代政府的赈济制度与粮仓制度产生变革性的

影响。因此，在理解中国的贫困治理时，应当回溯到传统中国的君主专制思想而不是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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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关注这一君主专制体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基于“第三领域”分析

范式的“集权的简约治理” ，即古代中国在中央高度集权而又尽量维持官僚机构的简约，转而

在国家与社会双方均参与的“第三领域”中依赖大量非带薪的准官员，通过半正式行政来对民间

社会进行治理。

然而，“集权的简约治理”无法观照到当代中国贫困中的大量非正式治理现象，而且其本

身所关注的对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无论是基层政府官员、驻村干

部，还是村干部或者基层群众都可能引发一系列非正式治理现象，例如扶贫领域的腐败、精英

俘获、讨价还价等。二是，简约治理关注的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主体是非带薪的准官员，治

理环境是国家从乡村汲取资源，组织环境是“皇权不下县”的民间体系，话语环境则是“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的象征体系。

当代中国“党建扶贫”实施以来，下述四个方面已与之相差甚远。第一，在组织形态上，（国

家层面）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及其官僚体系之下（社会层面）出现了由大量正式官员、“官僚化

的”半正式准官员以及少量民间力量所构成的综合组织体系。第二，在治理形态上，正式的官僚

机构不仅延伸到乡镇一级，而且在最基层的自治领域中下派了大量的正式干部（例如第一书记），

正式行政主动介入社会自治领域，推动半正式行政的互动与合作，并引导非正式行政或乡村自治

的复杂治理形态。第三，在官员形态上，国家推动了原有的非带薪准官员的官僚化（例如村干

部职业化）。第四，在治理效果上，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渗透，重塑了乡村治理秩序，形成了一

种（相对的）“高成本、高效率”的局面。整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党建扶贫”实践中，“第三领 

域”空间相对较小，其结果是，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十分紧密，国家基层治理高度依赖正式行政与

半正式行政以及非正式行政的复合治理实践，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

其次，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 20 世纪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对国家的规定性已经有

了新的内容和特征，充分凸显了社会主义思想与制度特点，这与沿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西方

福利国家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与具体实践

相结合，不仅系统地传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成绩 ；具体到贫困治理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释放了巨大的国家善治能

力，使得贫困治理的社会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地将执政党的政治领

导力转换为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个人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

了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活力。 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

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从而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跳出“依附理论”，实现反贫困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依据。因此，中

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需要在反复对话、比较与反思世界贫困史的演变原理与中外主要反贫困理论

的基础上，建构既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概念

与解释框架。

据此，当代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种“集权的复合治理”模式。一方面，在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行动，塑造了融合科层治理、运动式治理以及科层运

动与再运动的复杂基层治理环境。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派遣正规的党员干

部嵌入到基层贫困治理中，与官僚化的半正规干部互动、合作，进而形成正式治理、半正式治理

与非正式治理综合运用的治理实践。概言之，它是一种“中央集权与基层复杂治理环境下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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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实践”。“集权的简约治理”向“集权的复合治理”转变的根本条件在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嵌

入强度差异所造成的“第三领域”范围的不同（前者是“国家基础权力低度嵌入、保留了较大范

围的第三领域”，而后者是“国家基础权力高度嵌入、形成了较小范围的第三领域”）。而复合治

理手段较之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执政党引领下，国家基础权力的深度嵌入使得国家资源、国

家官僚与国家意志大范围地嵌入到贫困治理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第三领域”的治理 

空间，形成了正式行政主导下的半正式行政与非正式治理综合运行的复杂状态。它与“集权的

简约治理”的治理模式与目标差异在于 ：简约治理是中央集权下的简约官僚机构依靠大量非带 

薪准官员的半正式行政所实现的“低成本、弱秩序、高效率”治理模式，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当

时的基层治理秩序，节约治理成本和避免政权分割 ；而复合治理则是中央集权下的庞大官僚机 

构下派大量带薪正式党员干部参与并领导基层治理实践后，所形成的正式行政占主导、半正式与

非正式治理综合运用的“高成本、强秩序、高效率”治理模式，其目的是为了改造当前的基层治

理秩序，提高贫困治理效率，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目标。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集权

的复合治理模式最终呈现出了“一个都不能少”“整顿基层秩序”“巩固民心”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自主性。

概言之，在全球视野下，反贫困理论的现代转型与重建，需要反思全球减贫理论与方案中第

三世界主体性的缺失困境，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进而提炼出既区别于

欧美发达国家，又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的反贫困理论。这既是中国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经验

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反贫困伦理价值层面的必然要求，又是引领第三世界的减贫进程、

解决全球减贫中的贫困主体性缺失之必然结果，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在反贫困方面得以丰富、发展和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中国反贫困理论的理解，需要

将其置于世界贫困史与全球反贫困理论视野之中，建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适应且能产生引领效

应的分析概念与理论框架，从而逐步实现第三世界的减贫理论与实践方案的自主发展与当代转型。

这将是接下来的重要研究任务。

注释 ：

① 《全球议题 ：消除贫困》，联合国官方网站， https://www.

un.org/zh/global-issues/ending-poverty。

② 安德里亚·威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国

家 引 领 全 球 》， 世 界 经 济 论 坛，https://cn.weforum.org/

agenda/2017/03/65f04f59-6f1a-48c3-94e2-e027aad3980d，

2017 年 3 月 23 日。

③ Jeffrey D. Sachs, Guillaume Lafortune, Christian 

Kroll,Grayson Fuller, and Finn Woelm, Sustainabl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SDGs as Roadmap to 2030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1.

④ 吴高辉、岳经纶 ：《中国反贫困进程中的福利制度建

构——基于“社会中国”的视角》，《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1 期。

⑤ 王露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

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

⑥ George Santayana, The Life of Reason, New York ：

Prometheus Books, 1998, p.284.

⑦ 本文把大约公元 1450 年之前的世界称为前现代世界，

把公元 1450 年到 1945 年这段时间称为近代世界，而近代

世界又被进一步分为早期近代世界（公元 1450 年到 1750

年）和中后期近代世界（公元 1750 年到 1945 年）。至于

1945 年之后的世界，则称为当代世界。

⑧㉓ Bronislaw Geremek, Poverty: A History, Oxford: Black-

well, 1994, pp.2-5, p.1.

⑨ 参见彭尼·凯恩 ：《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

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3 年，第 3 页。

⑩㊳㊼ John Iliffe,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0, p.17, p.17.

⑪ Olwen H. Hufton, 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1750-17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48.

⑫ Gutton Jean-Pierre, La société et les pauvres L'exemple de 



特　　稿   二 O 二三年  第八期

57Aug.   2023

la généralité de Lyon 1534-1789, Paris: Belles lettres, 1971, 

pp.51-53.

⑬ 伊利弗认为，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社会中，结构性贫困

指的是那些丧失或者缺乏劳动力来耕种土地的人 ；而在土

地资源缺乏的社会中，结构性贫困不仅包括前者，还包括

那些有劳动力但是缺乏土地或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也无法养

活自己的人（John Iliffe,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p.14）。

⑭ Steven M. Beaudoin, Poverty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

Routledge, 2007, p.10.

⑮ 有机经济（organic economy）是指纯粹依靠土地、畜力

和人力来提供资源与能源的经济形式。

⑯ 迈克尔·米特罗尔，雷音哈德·西德尔 ：《欧洲家庭史 ： 

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赵世玲等译，北京 ：

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 12 页。

⑰ Sen Amarty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 

⑱ 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莱斯特 ：《欧洲中世纪简史》，

杨宁、李韵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年，

第 167—173 页。

⑲ Lerner Gerda,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

⑳ 李桂芝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异端运动与妇女权利》， 

《史学理论研究》2011 年第 1 期。

㉑ Wrigley Edward Anthon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4.

㉒ 丁建定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民间慈善救济》，《学习与

实践》2010 年第 9 期。

㉔ William A. Galston and Peter H. Hoffenberg eds., 

Poverty and Morality: 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8. 

㉕ Sohail H. Hashmi,“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Islamic 

Ethics,” in W. Galston and P. Hoffenberg eds., Poverty and 

Morality: 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184.

㉖ 这种差别来自不同宗教教义对施舍和同情（alms and 

compassion）的地位的强调，例如，印度教、佛教教义更

强调给予者的意图，而基督教教义则强调确保只有应得的

人（deserving）才能从施舍中受益。

㉗ Trudy D. Conway, “ Service to Humanity: The Virtues of 

Compassion and Charity,” in Cross-cultural Dialogue on the 

Virtues. SpringerBriefs in Religious Studies, vol.1. Springer, 

Cham, 2014, p.52.

㉘ 天课或扎卡特（zakat）、施济或萨达卡（sadaqah），伊

斯兰宗教术语，是一种“济贫税”，所有有合法收入的穆

斯林每年缴纳用于救助穷人的钱（大约是家庭年纯收入的

2.5%）。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术语是施济（Sadaqah），是每个

人皆可施行的善举。

㉙ Herbert A. Davidson, “ Moses Maimonides: The Man and 

His Works,” Speculum, vol.29, no.2, 2005.

㉚ 什一税（tithing）是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宗教捐

税。公元 6 世纪，教会利用 《圣经》 中“农牧产品的十分

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向基督教信徒征收此税。在

18—19 世纪，西欧大多数国家已先后废除了什一税。

㉛ Gottfried Schweiger,“Religion and Poverty,”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vol.59, no.5, 2019.

㉜ M. O. Hunt, “Religion, Race/Ethnicity, and Beliefs about 

Povert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3, no.3, 2002.

㉝ W. J. Hoverd and C. G. Sibley, “Religion,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esting a Religious Buffering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vol.3, no.2, 

2013.

㉞ S. Furness and P. Gilligan, “Faith-based Organisations and 

UK Welfare Services: Exploring Some Ongoing Dilemmas,”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vol.11, no.4, 2012.

㉟ A. Thornton, M. Sakai and G. Hassall, “Givers and 

Governance: the Potential of Faith-base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22, no.5-6, 2012.

㊱ Al-Ghazali, Al-Ghazali on Poverty and Abstinence, 

translated by Anthony Shaker, Cambridge: Islamic Texts 

Society, 2019, p.6.

㊲ 瓦克夫（Waqf），即宗教公产。伊斯兰教国家的寺院土 

地，包括国家或穆斯林捐献给清真寺的土地和其他资产，

例如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宗教公产主要用于公益慈善

事业，且多着眼于穆斯林大众。

㊴ Kramer Julian, Self-help in Soweto: Mutual Aid Societies in 

a South African Cit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Bergen, 1978, 

pp. 102-105. 

㊵ Clayton Roberts and Douglas Bisson,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II: 1688 to the Present （6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307.

㊶ Ricardo Davi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11, p. 57.

㊷ Rose Michael Edward, The Relief of Poverty:1834-1914, 

London: Macmillan , 1986, p.25.

㊸ 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03, p.2.

㊹ Seebohm Rowntree,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01, p.3.

㊺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58     总第四O六期

Edited by Robert Douglas-Fairhur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5.

㊻ Baylen O. Joseph, Stead, William Thomas （1849–1912）,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㊽ Pitzer Donald, Robert Owen’s Quest for the New Moral 

World in America, Ohio: Indiana Historical Society, 1972, 

p.23.

㊾ Bey Hakim, The Lemonade Ocean & Modern Times, 

Hermetic Library, April 7, 1991.

㊿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Authentic Sourc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p.25.

 Matsuura Tamots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Japan,”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Annali Di Economia, 

vol. 40, no. 1/2, 1981.

 C. Moriguchi, “Implicit Contract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1920-194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63, no.3, 2003.

 M. Lengwiler, “Technologies of Trust: Actuarial Theory, 

Insurance Scien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around 1900,”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vol.13, no.2, 2003.

 D. Cormier and C. Craypo, “The Working Poor and the 

Working of American Labour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4, no.6, 2000.

 William C. Smith, “State, Market and Neoliberalism in 

Post-Transition Argentina: The Menem Experiment,”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33, no.4, 

1991. 

 G. Datt, Poverty in India 1951-1944: Trends and Decom-

positions, World Bank Document, 1997, pp.25-28.
 Paul Saba, “Soviet imperialism: A ‘Paper Bear’?” Unity, 

vol. 4, no. 8, 1981.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7, no.1, 1962; Angotti Thomas,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ependency Theor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8, no. 3/4, 1981.
 John Williams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Beyo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8, no. 15, 

2003.
 S. G. Bunker, “Dependency,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from Bugisu, Ugand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4, no. 2, 1983.
 Juan Luis Vives, On the Assistance to the Poor, Alice 

Tobriner trans, Toront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pp.1-5. 
 H. W. Beveridge,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London: HMSO, 1995, pp.1-5.
 王云龙、陈界、胡鹏 ：《福利国家 ：欧洲再现代化的经

历与经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 页。

 Condorcet, Esquisse dü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GF-Flammarion, 1988, pp. 273-274, 

https://basicincome.org/basic-income/history/#note4.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83, p.28.
 徐丙奎 ：《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华东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Steven M. Beaudoin, Poverty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94.
 根据《新大英百科全书》第 10 卷的定义 ：“社会民主

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张通过和平的、体制内的政

治进程，促使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

 爱德华·伯恩施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殷叙彝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65 年，第 3—5 页。

 德国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俾斯麦的主持下，通过了

一系列劳工社会保险立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保障

的国家。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 ：译

林出版社 , 2011 年，第 130 页。

 于尔根·哈贝马斯、黄金城 ：《现代性 ：一个未完成的

方案》，《文化与诗学》2019 年第 1 期。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79—206 页。

 黄心川 ：《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世界

宗教研究》1998 年第 1 期。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

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 年第 

2 期。

 徐勇、陈军亚 ：《国家善治能力 ：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

何以成功》，《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谢岳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

国家理论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

编辑　李　梅　校对　杨义成




